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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是否存在非传统安全困境？这种困境缘何产生、如何化解？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传统安全领域安全

困境产生的原因以及其化解路径，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的研究较少。在对传统安全困境理论进

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与传统安全领域相同，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也是非传统安全困境产生的

核心成因。其次，作者以新冠肺炎为例，提出三种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路径：国家需要对受制于同一

议题的他国释放善意信号，建立透明的沟通机制；需要外部机制为国家建立对话提供平台，并通过外部

权威对国家利益进行调节；最后，可以通过增进国家互动的议题种类及交往密度，使非传统安全议题与

国家长期利益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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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 there 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lemma? Why did it arise and how to resolve it? Most of the ex-
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security dilemmas in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 while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dilemmas in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 On the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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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of the traditional security dilemma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as in the traditional secu-
rity field, the uncertainty of intention between states is also the core cause of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lemma. Then, taking COVID-19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ree approaches to 
resolve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lemma: countries need to send goodwill signals and estab-
lish transparent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to other countries subjected to the same issue; ex-
ternal mechanisms are needed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dialogue, regulate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external authorities; finall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can be linked to 
long-term national interests by increasing the density of national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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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新兴问题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聚焦于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

那么非传统安全主要涉及非军事领域，如恐怖主义、环境问题、难民问题等，这些问题均具有跨国性的

特征，需要国家间的多边合作以进行有效管控。 
传统安全常常具有零和性的特征，国家间在军事等领域常常存在难以调和的对立关系。在军事及政

治面前，国家更关注相对收益以实现安全最大化。因视其他国家为安全威胁，从而有可能导致“安全困

境”(security dilemma)的风险。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通常由自然因素而非国家行为特别是军事行为导致，

因而各国在管控非传统安全、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上存在共同利益。 
冷战结束后，大国安全战略的重心逐渐从军事安全转移到其他非军事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视金融

危机、恐怖主义、大规模流行病、毒品问题等而不是其他国家为自身的威胁。21 世纪的中美关系体现了

这一点。2001 年小布什上台后，其对华态势十分强硬。他曾提出，中美两国不是“战略伙伴”也不是“潜

在敌人”，而是“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从撞机事件到对台军售，无不体现其咄咄逼人的

态度[1]。9·11 事件使中美关系发生转变，美国将对外战略的重心调整到维护本土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

义行为上，而这需要与中国的通力合作才可达成。事件发生后，江泽民主席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中国对美

国境况的同情与支持态度。2001 年 10 月小布什出席上海 APEC 会议时提出，两国应致力于发展建设性

合作关系。此后，两国关系获得了长足进展，至 2005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 211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8% [2]。2010 后，“中国威胁论”等呼声在美国逐步占据较大影响力，传统安全领域的中美关系逐步

恶化。这一时期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共识成为了两国关系的新支柱。然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却向我们揭示，

非传统安全可以作用到传统安全，国家间合作有时因此难以达成。 
如果将“安全困境”界定为由传统安全问题导致的国家进退两难的境况，那么非传统安全问题则会

导致新的安全困境，即由非传统安全问题导致的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之间的矛盾。

以国家本位为基础的传统安全观难以化解新的困境，这需要国际行为体以一种超越传统安全观的立场，

平衡国际与国家、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重新审视共同安全与个体安全，并建立新的安全战略。 
本文以中美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关系为背景，探究了非传统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并为化解这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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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困境提出了几种设想。第一部分提出两个个本文期望解决的问题，是否存在非传统安全困境？以及如

何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其次，基于对安全困境概念的梳理，将疫情期间的国家间危机界定为一种非传

统安全的困境，即国际与国家、国家与个人间的矛盾，并将其结果归因于各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再次，

对安全困境的缓解路径进行分析，以新冠疫情的全球治理为例，对非传统安全困境的治理路径进行探讨；

最后对文章内容进行简要总结。 

2. “安全困境”及“非传统安全困境”概念解析 

既有研究多集中于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及行为体之间意图的不确定性，从安全困境作为切入点

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较少。本部分旨在对安全困境的概念进行解析，并就安全困境的核心变量——不确定

性，提出非传统安全困境的概念。 

2.1. “安全困境”概念解析 

“安全困境”指国家行为体出于保障自身安全的考量进行的加强自身实力的行为降低了他国的安全

感，从而使得他国采取相对措施予以回应，导致互动的双方都处于持续恶化的不安全的情况，最后形成

了个体追求安全的诉求与国际环境恶化的局面[3]。安全困境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伯罗

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

使得战争无法避免[4]。正是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本无引发冲突的两个国家之间有时会爆发危机。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约翰·赫兹首先将安全困境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巴特菲尔德认为，安全困

境是霍布斯主义无政府状态之下的悲剧，即使没有任何一个修正偏好的国家的干涉，大战也很有可能爆

发，且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冲突的大国之间爆发。赫兹则强调无政府的环境因素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安全困境中的行为体可以为国家、群体或个人，且各行为体的意图具备不确定性。 
随后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唐世平、阿兰·科林斯(Alan Collins)等学者也对安全困境的内

涵进行了丰富。杰维斯基于进攻或防御占优，以及进攻性力量与防御性力量的维度，对安全困境的类型

进行了划分。唐世平将不确定性视为安全困境的核心因素，基于恐惧、信息不协调、认知陷阱等多重因

素，安全困境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科林斯的定义，通常安全困境有以下四种基本

类型：首先，安全困境是一种一国无意的行动致使他国受害的结果[5]。这一点与巴里·布赞(Barry Buzan)
的看法一致，他认为一国对安全与权力的最大化的追求，容易与他国对安全与权力的追求相冲突。第二，

即各方面安全的受挫。巴里·波森(Barry Posen)也认为安全困境是因一国行为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应而形成

的自我挫败。第三，安全困境的形成是因为缺乏合适的政策。如果国家不采取行动，它会有不安全感，

如果采取行动，其不安全感仍然存在。最后，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安全困境形成的核心变量。因“霍布斯

恐惧的困境”的存在，国家无法清晰地得知他国意图，因而都不愿做出使他国获得足够安全感的保证。 
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安全困境形成的核心因素(见图 1) [6]。安全困境中的国家均持有防御性偏

好而非进攻性的安全战略，但是由于意图的不确定性、实力增长所带来的他国的恐惧、认知偏差等因素，

追求安全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不安全。除此之外，安全困境还可以看作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互动的结果，因

霸权国对可能对自身实力与地位的挑战较为敏感，崛起国的防御性政策可能被其他国家视为进攻性行为。 
 

 
Figure 1.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dilemma 
图 1. 传统安全困境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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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由不确定性导致的“非传统安全困境” 

与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的成因相类似，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产生也与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有关。

基于上文对安全困境概念的解读，本文将非传统安全的困境定义为一种国际行为体难以共同应对的困境。

即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由于非传统安全治理机构权威的缺失，单一行为体在面临非传统安全领

域的问题时倾向自助原则，并可能通过转嫁矛盾、注重国家的相对收益或其他有意或无意的行为缓解自

身非传统安全的危机，从而使得其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上处于不利的境况。 
新冠肺炎实质上体现了由不确定性导致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矛盾。从非

传统安全的视角出发，维护国际安全实质上也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共同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但在实

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参与度、以及可信度不同，非传统安全的治理有时会出现困境[7]。由

于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程度及重点的不同，各国对参与合作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中美曾因受疫

情冲击的程度不同而对疫情管控工作展现出不同态度。2020 年 5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 73 届世界卫

生大会上宣布将在两年内提供 20 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并与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用于全球人道主义援助的

应急仓库及枢纽。但与此同时，据国会山 5 月 18 日报，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显示，3 月份通过

的 2.2 万亿美元的援助法案中的部分基金因管理不善，目前没有借出任何资金。同时，因为不同国家可

信度的不同，在一段合作关系中难以形成绝对信任。尽管多边合作与国际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无政

府状态的影响从而缓解非传统安全的困境，但多边合作意味着行为体要为了合作而做出相应牺牲，所以

可能会发生国家间背信弃义的行为。 
非传统安全困境也可以理解为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矛盾，在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多边合作机制常

常要求行为体将多边立场而不是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减少单边行动。但在落实方针的过程中，国家的单边

行为常常与多边机制相互冲突。全球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旨在基于广义的行动原则协调多个国家的关系，从

而实现国家间的多边合作[8]。然而多边主义的治理路径要求行为体之间产生高度共识，即其成员在制度中

获益的同时也要服从制度的安排、尊重其他成员的利益。但正是因为多边路径需要将多方利益纳入到考虑

的范畴中，这会导致在面对新冠肺炎等突发事件时的效率低下，从而深化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 
非传统安全视阈下的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分析政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家战略的不确定性。国家

常常对损失比收益更加敏感，再加上各国倾向于关注相对收益，所以一国常常对他国的意图存在误判的

可能。以新冠肺炎为例，由于各国急于短时间控制国内疫情，国家对他国的行为及其释放的信号倾向采

取维持现状甚至猜忌的态度，缺乏细致的解读，而这会为疫情的有效管控制造障碍。其次，新冠在世界

范围的爆发是由非人为因素所导致，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新冠病毒的传播性极强，再加上各国疫情

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所以各国疫情防控的政策以及现实情况均具有时间及空间上的差距，这也为各国了

解彼此病毒管控的情况以及国家意图都构成了很大的障碍。最后，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在

新冠病毒威胁之下的国际行为体难以清晰得知其他行为体的意图，且全球治理的主体没有足够的权威，

行为体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就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9] (见图 2)。 
 

 
Figure 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
lemma 
图 2. 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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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间的不确定性仍可以作为分析非传统安全困境产生的

核心变量，再加上由于各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程度与重点的不同，行为体在面对某一议题的非

传统安全威胁时常常采取单边主义策略而非遵从多边制度的安排。 

3. “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化解逻辑 

本部分首先梳理了既有关于安全困境的化解路径的理论，其次提出三种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路径：

首先，国家需要对受制于同一议题的他国释放善意信号，建立透明的沟通机制；其次，需要外部机制为

国家建立对话提供平台，并通过外部权威对国家利益进行调节；最后，可以通过增进国家互动的议题种

类及交往密度，使非传统安全议题与国家间关系挂钩。 

3.1. 化解逻辑：个体与整体 

既有理论主要从单边的自我约束、自我觉醒以及多边协商等良性多边互动阐述化解安全困境的可能

性，其本质为通过认知或理性的方式缓解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认知路径主要从信息充分时国家对信

息的理解产生偏差的机制进行分析，而理性路径主要从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对国家如何运用理性决策加

强信息的可信性进行分析[10]。其中赫兹、杰维斯、温特提出的相关理论具有代表性。 
为化解安全困境，赫兹提出了护持与普世主义两种路径。他强调在极端的安全困境之下，行为体需

要冷静下来，不单方面追求相对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削弱军备竞赛的强度。随后，在维持暂时和平

的基础上，人类的群体意识将会有可能进入普世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将意识到核武器给自

身带来的危险从而不得不接受一种群体意识[11]。除此之外，赫兹提出了几种具体方略：首先，国家解决

问题时候需要就事论事，而非单纯依靠建立国际规则进行解决；需要明确利益相关方的势力范围，任何

的让步都不应该是单边的，需要获得多方认可；界定“侵略”的标准，即给双方的行为设置一个约束性

较强的规范，这可以通过界定彼此的行为是否具备进攻性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在冲突已经爆发的情况下，

要有意识对冲突进行管控，以避免全面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最后，比起意图相对克制但实质仍保持敌对

的“冷战”而言，双方通过释放信号、进行协商、调和利益是较为理想的化解安全困境的方式[12]。 
杰维斯指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需要满足如下几个条件：大国需要具有建立合作机制的意愿，相

较于其他国家，大国释放的信号具备较强的影响力。如果大国对他国做出有力的善意承诺，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少国家间的不确定性。例如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承诺为塞尔维亚提供医疗设施及专业医护人员的

举措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中欧疫情管控的合作进程，减缓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安全困境；其次，单凭大国的

力量难以有效地缓解安全困境，还需要其他行为体之间进行合作、争取相互安全的意愿；最后，行为体

之间需要形成挑起争端的损失大于进行合作的收益的共识，即行为体需要释放昂贵成本的信号[13]，例如

某些带有惩罚措施的行动将会为国家释放善意信号提供可信性[14]。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行为体应该通过自我约束(self-binding)的方式来化解安全困

境。为了克服利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恶”的根源，行为体需要坚信自身的个体性不会被群体需求所淹

没。他提出三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路径强调国家应通过服从规范，将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的制度内化。持续对多边机制的服从会赋予国家以身份和利益，这样国家就不会对制度进行

抱怨，国家间可以得知对方没有破坏机制的企图，总而降低不确定性；第二种路径强调通过国内政治的

民主化，使国家自然地服从安全共同体的规范；最后一种路径指出需要通过自我约束减轻他国对自身意

图的担心，弱化群体内部不利于利他主义者的可能性[15]。因为在无政府文化主导的自助体系中，单边行

为有可能被视为利己的措施，所以国家需要通过适度牺牲自身利益以换取其他国家的信任。 
除此之外，诸多学者就如何缓解安全困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主张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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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共同体。“如果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战争将自动消失。”[16]门洪华主张通过建立安全共同体

等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的非竞争性机制实现安全[17]，其实质是减少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魏玲以东亚合作

为例，认为东亚国家需要做到思考构建关照他国的体系价值并包容差异，才能走出安全困境[18]。 
综上，从化解安全困境的主体来看，其缓解路径主要可以归纳为单边路径与多边路径(见图 3)。就单

一国家而言，应该秉持国际制度的约束，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释放善意的信号。大国需要起到示范

作用、做出有力承诺，其他国家也应该致力于通过良性互动扩大共识，减缓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国家互动层面而言，在互动的过程中，各国都需要意识到遵守国际机制的收益大于盲目采取单边措施

的损失。实质上，国家良性的单边行为可以强化多边机制，多边机制也会鼓励个体采取良性的单边行为。 
 

 
Figure 3. The logic of resolving security dilemma 
图 3. 安全困境的化解逻辑 

3.2. 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化解逻辑：以新冠肺炎为例 

与传统安全困境的治理逻辑类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主要逻辑为增加国家间的可信度、减少不

确定性，其路径也可以从单边方式与多边方式的角度探讨。即释放善意信号、搭建外部机制和提高交往

议题的广度、深度与密度。与传统安全领域秉持的国家中心主义不同，以多边主义、建构主义等为核心

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需要注重国家互动对双边、多边关系的建构作用。同时，非传统安全维护领域、

维护目标的范围要更广泛，可以通过加强多边、多领域交流，在构建多边良性互动、建立机制的同时，

也提高破坏机制的代价与维持机制的收益，从而达到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目的[19]。 

3.2.1. 释放善意信号 
国家可以通过释放善意信号，以降低信息、意图的不对称性与不确定性。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

中，对于多数国家而言，其他国家释放的信号不一定可信，所以信号有时难以有效传达善意，甚至会带

来不必要的风险。但释放善意的、可信的信号，对化解基于不确定性形成的非传统安全困境来说具有重

要意义。总的来说，释放信号的路径包括外交语言、军事领域与非军事领域的策略。 
语言是外交过程的具体体现及基本载体，从语言体现的内容所涵盖的范围开看，又可以分为宏观与

微观的方式。以新冠肺炎治理困境的化解为例，宏观的释放信号策略，是国家在其外交辞令的使用上不

刻意将对方塑造为敌人，并强调共同利益的存在和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面对国内政治压力、民

族主义的作用时需要保持谨慎克制的原则。释放信号的微观策略，即在遭遇疫情严重冲击时，其他受冲

击相对较小的、有余力的国家需要公开声明、表示提供援助的意愿。尽管脱离物质因素谈外交语言可能

会被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但此种策略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对缓解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具

有显著作用。 
其次，释放军事领域的善意信号对化解困境也具有重要意义。与新冠肺炎作用到传统安全领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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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领域的良性互动也可以促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具体可以体现为撤军、限制进攻性武器规模等。

最后，国家需要在非军事领域的诸多争端中做到最大限度的“自我克制”，以规避争端升级、最终恶化

新冠疫情的全球治理的结果。 

3.2.2. 搭建外部机制 
多边机制可以从结构层次上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其路径可以体现为多边机制对意图不确定性的削

弱作用。新冠疫情治理的困境也可以通过多边机制的方式得到缓解。从最初级的对话、协商开始，逐步

向高级的、深层次的合作机制转变；从一开始在新冠治理、疫苗援助等问题的多边对话，逐步发展为高

度互信的多边机制。除此之外，国家参与治理新冠的国际机制，其利益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克制。

良性的国际文化还有助于建构国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利益认同及身份认同——在病毒面前，人人都是

受害者，保护他国的利益也是保护自身利益。 

3.2.3. 提升交流的深度、广度与密度 
基于不确定性产生的非传统安全困境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体现，这可能是因为国家间的交往密度不

够高，抑或是因为国家间的交流仅局限于单一议题或少量议题。尽管新冠病毒的防治是一个公共卫生领

域的单一议题，但公共卫生其他领域的多元合作也可以对该领域的多边合作起到促进作用。例如，中美

及其他大国应担负起与实力相称的责任，率先在疫苗研发技术、生物化学技术、医护人员的交流及培训

等领域展开合作。这将对新冠病毒的防治乃至公共卫生领域的深层次国际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其次，一

国对他国形象的认知过程是基于长期的互动进行的，国家间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是在新冠病毒的治

理上存在诸多缺陷的原因之一。在疫情的严重冲击下，各国应提升与他国及多边合作机制的交往密度，

使公共卫生领域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与国家间关系相挂钩，在减缓不确定性的同时提高维护多边机制的收

益。 

4. 结语 

本文将非传统安全困境界定为基于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一种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国际

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矛盾。为化解这种矛盾，各国应该秉持互利互信的原则进行多边的良性互动，对于新

冠肺炎的治理来说也是如此。国家需要对受制于新冠病毒的其他国家释放语言上的、军事领域及非军事

领域善意信号，为建立透明的沟通机制打下基础；其次，需要外部机制为国家建立对话提供平台，对国

家利益进行调节；最后，可以通过增进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互动的议题种类及交往密度，使非传统安全

议题与国家间关系挂钩。 
新冠肺炎的泛滥应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非传统安全可以作用至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前提、多边主义可以固化既有的国际安全。因新冠病毒传播性较强、人人易感、危害严重的特点，

各国也应该清晰的意识到治理此种非传统安全困境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为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乃至人类

文明的存续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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